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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盟管理能力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提出并验证知识转移在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从而阐释联盟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对国内164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研究发现：联盟管理能力中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关系能力均有利于提升创新绩效；知识转移在关系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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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l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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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al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the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 needs further study.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posed and tes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ianc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 of alliance management 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of 164 domestic companies, the research shows: coordination ability,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abilit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transfer plays a ful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art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coordination 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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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行业技术变革的加快以及创新风险的增加，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联盟中以期获取竞争优势。Ireland [1]等调查研究发现，有80%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利用联盟来促进业务增长。企业通过构建联盟从其他企业获取互补性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同时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也降低了经营的风险，减少了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企业联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关调查显示，60%以上的企业联盟最终走向了失败[2]。由于企业在目标，利益和认知上存在差异，在联盟过程中，企业将面临沟通、协调、关系等方面障碍，这些障碍不利于企业从联盟中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类资源，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因此，有学者认为造成联盟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缺乏联盟管理能力和相应的机制[3]。也有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从联盟中产生的绩效存在较大的差异，拥有较强联盟管理能力的企业能在联盟中创造更高的价值[4]。由此可见，联盟管理能力在企业联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主要对联盟管理能力的内涵、维度构成、影响因素以及作用功效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资源基础观认为稀缺的、有价值并且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决定了企业的绩效水平[5]。而Gulati[6]认为联盟能力恰恰是企业所特有的一种资源。Schilke[7]等学者认为联盟管理能力有利于提高获取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更好地创造和完善企业的资源基础。Heimeriks[8]指出联盟管理能力能够解释企业间绩效的差异，联盟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够取得成功。国内学者殷俊杰[9]等研究发现，联盟组合管理能力对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可以看出，联盟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联盟管理能力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探讨联盟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多从关系资本视角出发[10]。根据组织学习理论，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以及知识学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而知识转移是一个强调知识的传递、吸收和利用的动态过程。企业通过知识转移，学习来自联盟伙伴的知识并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应用，从而驱动企业创新。由此看出，企业通过联盟进行合作创新离不开知识在企业间的转移。基于此，本文从知识转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联盟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提出并检验了知识转移在联盟管理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进而探明联盟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 概念界定
1.1  联盟管理能力
联盟管理能力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合作能力，它更多强调了在合作成员间关系治理和协调上的能力。Draulans[2]基于知识基础观认为，联盟能力取决于企业对联盟管理知识的积累、存储、整合和传播的过程。 关于联盟能力的构成，Simomn[11]从联盟生命周期出发，认为联盟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将联盟分为选择合作伙伴、谈判、管理联盟以及评估结束等阶段，而联盟能力就包括了企业开展和管理以上阶段联盟活动需要的所有能力。Duysters & Heimeriks[12]认为联盟能力由职能、工具、控制和管理过程以及外部团体等企业微观机制构成。Schreiner[13] 对联盟建立后运营过程中所需要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针对联盟管理过程中的三大挑战，认为联盟管理能力由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关系能力构成：协调能力是企业在联盟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程序和机制，协调与伙伴企业在联盟过程中的目标和任务以及解决冲突的能力；沟通能力是企业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及时分享准确、完整、有意义的信息的能力；关系能力是在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上与伙伴企业建立联系纽带的能力。
由于联盟运营阶段是联盟能力运用最全面的阶段，决定了联盟为企业所带来的价值[14]。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核心企业在联盟运营阶段管理联盟所需要的能力，在这称为联盟管理能力，并参考Schreiner的研究对其进行测量。
1.2  知识转移
    Kang[15]基于过程观对知识转移进行了界定，指出知识转移是知识主体将知识传递给知识接收者，并被接收者吸收和利用的过程。Darr和Kurtzberg [16]从知识接收方对知识应用角度来定义知识转移，认为当知识主体传送的知识被接收方所利用时，知识转移才真正发生。虽然关于知识转移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从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知识转移是一个主要强调知识的传递、吸收和利用的动态过程。知识转移包括个体层面上，团队层面上以及组织层面上的知识转移，本文更多关注的是组织层面上的知识转移。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知识转移为：企业在联盟运营阶段，向联盟伙伴学习，将获取的外部信息或知识吸收内化，再与现有的知识整合、利用，最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全部过程。

2 研究假设
2.1  联盟管理能力与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的效果受知识源转移意愿的影响，知识源缺乏转移知识的动力将会阻碍知识的转移[17]。联盟企业由于在文化，角色认知以及目标和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而冲突会破坏联盟企业间的信任，降低联盟伙伴进行知识转移的意愿[18]，从而降低了知识转移的效果和效率。协调能力体现了企业在联盟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程序和机制，协调与伙伴企业在联盟过程中的目标和任务以及解决冲突的能力[13]。因此，出众的协调能力能有效解决矛盾与冲突，增强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意愿，建立相应的程序和机制也提高了处理资源分配、任务分配以及知识交流等方面的共事效率。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协调能力对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
    Collins和Hitt[19]认为企业之间经常进行高质量的沟通有利于联盟中的知识转移。首先企业之间经常进行沟通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建立互相信任关系，降低联盟伙伴对知识的保护，增加企业共享和交换知识的意愿，从而促进了联盟间的知识转移[20] 。其次，知识的模糊性、复杂性以及嵌入性阻碍了企业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增加了知识转移的困难[21]。企业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减少企业联盟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消除对合作企业的理解和认知上偏差，加深对彼此知识背景的理解，从而减少隐性知识嵌入性带来的负面影响[22]。这就意味着较强的沟通能力通过加强与联盟伙伴的联系与信任使企业获取更多创新所需的知识，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对隐性知识的理解和吸收，从而增强了知识转移的效果。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沟通能力对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
    关系能力强调在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上与联盟伙伴建立联系纽带，为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提供保障[23]。从个人层面上看，密切的个人关系有利于与联盟伙伴形成信任互惠的关系[24]；从组织层面看，能够认真考虑联盟伙伴的意见，尊重并支持联盟伙伴，有利于构建基于信任的长期稳定的联盟关系[25]。P.Kale[26]结合企业关系理论，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关系投入作为联盟企业间一种特定的关系安排，能有效促进企业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进而为企业间知识共享与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有效的通路。因此，企业拥有较强的关系能力能够增加知识交换的数量。同时密切的合作关系也提高了沟通以及合作的频率，不仅加快了知识转移的速度，还提高了知识的利用效果。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关系能力对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
2.2  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
    已有很多学者对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avusgi[27]通过广泛的调查美国制造商和服务公司，检验得出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张红兵[28]的研究发现知识转移对联盟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Muthusamy[29]发现企业通过联盟来实现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企业创新。
    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各种知识与信息的支持，企业从外部获取的异质性知识是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转移是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比仅靠企业自身创造知识更有效，更经济[30]。知识转移不仅强调对知识的识别和获取，还强调了对知识的整合和利用[16]，旨在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用到技术、产品创新中。高效的知识转移有利于加快企业创新进程，缩短产品创新周期以及提高产品创新的成功率，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驱动力之一[31]。Drucker[32]也指出企业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对内外部知识的识别、获取和整合，从而产生新的知识过程，企业创新也是知识转移的过程。因此，知识能否成功地在组织间得到转移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绩效。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知识转移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3  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
    联盟管理能力是保证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以及最大化创新价值的关键所在。关于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研究中，Lavie[33]指出企业的联盟管理能力越强，越能够高效利用联盟中的创新资源，从而创造创新收益。殷俊杰[9]认为联盟管理能力是保证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以及最大化创新价值的关键所在，其对焦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协调能力通过解决权力纠纷，文化隔阂和双方权力角色的认知矛盾，推动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使得企业能够充分获得联盟内的资源[34]。企业通过在内部设立专门的处理程序协调与合作伙伴间的相关活动和任务，定期协调工作进度，有利于推动双方对创新目标的充分理解以及创新任务的有序达成。沟通能力可以减少合作伙伴间的信息不对称，促使知识信息在企业中无阻碍的流通。其次企业拥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使得合作双方能够清楚彼此的市场定位，清楚双方的产品以及服务，有利于形成一致的目标。最后企业间频繁进行沟通有利于双方建立信任以及隐性知识的传播[22]，而隐性知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关系能力有利于企业维持密切的关系，增强了企业间的互相信任和互惠承诺，在提升了伙伴企业异质性隐性知识转移意愿的同时，还使得企业间异质性的隐性知识更容易理解吸收，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协调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6: 沟通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7: 关系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4  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
    企业间的联盟能为企业带来创新所需的资源，但过高的异质性资源存在吸收转移困难的问题，反而对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而联盟管理能力中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关系能力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推动了信息共享，增强了联盟企业知识共享意愿，加快了知识的吸收与应用，提升了知识转移的效果。核心企业从联盟中获取的创新资源以及知识在高效率的知识转移能力的支撑下，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8：知识转移在协调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9：知识转移在沟通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10：知识转移在关系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5  概念模型
    基于以上对企业联盟管理能力与知识转移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的探讨，提出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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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为避免调查问卷中存在模糊，难以理解的问题，首先对本院以及深圳MBA班的学生进行预测试，结合问卷填答者的意见，对相关题项进行了修改。2017年10月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在长沙、佛山等高新区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在网上平台发布问卷，严格控制问卷的发放对象以确保数据的质量，保证样本企业拥有企业联盟，存在知识转移以及创新行为。问卷的填答者72.1%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熟悉企业的整体情况，了解企业的战略发展，确保了问卷填写的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237份问卷，回收187份，回收率为78.9%。剔除问卷填写不全，答案有明显规律性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64份，有效回收率为69.2%。
3.2  变量测量
（1）自变量——联盟管理能力
    结合Schreiner &Kale[13]首次开发使用并被证明具有较高信效度的量表，协调能力采用4个题项，沟通能力采用4个题项，关系能力采用5个题项进行测量，要求企业根据近三年的实际情况填写。其中”1”表示完全不赞同，“5”表示完全赞同，下同。
（2）中介变量——知识转移
    结合Maurer[35]，Kang、Kim[15]的量表，从知识的获取、吸收和应用三个方面采用5个题项对知识转移效果进行测量。要求企业根据近三年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3）因变量——创新绩效
    参考BELL[36]、RITTER[37]等的研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采用6个题项对创新绩效进行测量。包括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创新的市场反应以及销售收入等指标。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联盟持续时间，合作互补性。
以上三种变量会对联盟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企业规模用两年年均销售额来测量，联盟持续时间采用联盟开始至本调查问卷回收的年份计算，合作互补性采用Schreiner &Kale[13]的测量指标来测量。

4 数据分析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21.0 对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采用Cronbach α 系数来检验各因子的信度，所有变量的Cronbach α值都大于0.8，信度较高。本研究采用的均为国内外使用的成熟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检验，从KMO值，因子载荷，能解释的百分比可以得出量表的效度较高。因此，本文所使用量表信度和效度均满足实证研究的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实证研究。
表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因子
	KMO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 α系数
	能解释方差百分比

	联盟管理能力
	0.921
	协调能力
	A1
	0.739
	0.926
	72.29%

	
	
	
	A2
	0.826
	
	

	
	
	
	A3
	0.591
	
	

	
	
	
	A4
	0.625
	
	

	
	
	沟通能力
	B1
	0.694
	
	

	
	
	
	B2
	0.771
	
	

	
	
	
	B3
	0.834
	
	

	
	
	
	B4
	0.796
	
	

	
	
	关系能力
	C1
	0.799
	
	

	
	
	
	C2
	0.765
	
	

	
	
	
	C3
	0.808
	
	

	
	
	
	C4
	0.800
	
	

	
	
	
	C5
	0.768
	
	

	知识转移
	0.810
	D1
	0.806
	0.871
	72.16%

	
	
	D2
	0.805
	
	

	
	
	D3
	0.873
	
	

	
	
	D4
	0.909
	
	

	创新绩效
	0.904
	E1
	0.862
	0.922
	72.09%

	
	
	E2
	0.900
	
	

	
	
	E3
	0.829
	
	

	
	
	E4
	0.872
	
	

	
	
	E5
	0.793
	
	

	
	
	E6
	0.833
	
	



4.2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知，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系数均小于0.7，说明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良好。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关系能力与知识转移，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为下一步的假设检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企业规模
	3.07
	1.14
	1
	
	
	
	
	
	
	

	2、合作时间
	7.58
	7.20
	0.263
	1
	
	
	
	
	
	

	3、合作互补性
	4.02
	0.68
	-0.073
	0.097
	1
	
	
	
	
	

	4、协调能力
	3.92
	0.78
	0.087
	0.188
	0.352
	1
	
	
	
	

	5、沟通能力
	4.08
	0.77
	0.004
	0.121
	0.404
	0.667
	1
	
	
	

	6、关系能力
	4.04
	0.70
	-0.111
	0.087
	0.485
	0.573
	0.662
	1
	
	

	7、知识转移
	3.73
	0.81
	-0.067
	0.045
	0.467
	0.558
	0.603
	0.680
	1
	

	8、创新绩效
	3.74
	0.85
	-0.017
	0.101
	0.371
	0.555
	0.589
	0.578
	0.614
	1


4.3  回归分析
    首先对变量共线问题进行诊断，结果显示VIF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分层多元回归方法检验联盟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
    （1）联盟管理能力与知识转移。将知识转移作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合作时间以及合作互补性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以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关系能力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合作时间和合作互补性等变量之后，模型2的解释力相对于模型1得到了提高（）。协调能力（<0.05）、沟通能力（<0.05）和关系能力（<0.001）对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表3   联盟管理能力与知识转移间的回归分析
	变量
	知识转移

	
	模型1
	模型2

	企业规模
	-0.025
	-0.010

	合作时间
	0.001
	-0.006

	合作互补性
	0.557
	0.178

	协调能力
	
	0.183

	沟通能力
	
	0.176

	关系能力
	
	0.463

	调整后R2
	0.205
	0.521

	2
	
	0.316

	F值
	15.011
	30.567



    （2）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合作时间以及合作互补性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将知识转移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合作时间和合作互补性等变量之后，模型2的解释力相对于模型1得到了提高（）。知识转移（<0.001）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假设4的到验证。
表4   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间的回归分析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企业规模
	-0.006
	0.009

	合作时间
	0.008
	0.007

	合作互补性
	0.455
	0.128

	知识转移
	
	0.588

	调整后R2
	0.126
	0.375

	2
	
	0.249

	F值
	8.834
	25.466


   
    （3）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合作时间以及合作互补性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将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合作时间和合作互补性等变量之后，模型2的解释力相对于模型1得到了提高（）。协调能力（<0.01），沟通能力（<0.01）和关系能力（<0.01）三个自变量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假设5，假设6和假设7得到验证。
表5   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间的回归分析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企业规模
	-0.006
	-0.004

	合作时间
	0.008
	0.000

	合作互补性
	0.455
	0.088

	协调能力
	
	0.239

	沟通能力
	
	0.268

	关系能力
	
	0.306

	调整后R2
	0.126
	0.418

	2
	
	0.292

	F值
	8.834
	20.544



    （4）中介效应检验。使用层级回归方法，结果如表6所示。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首先引入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其次加入联盟管理能力的三个维度，得到模型2；最后加入中介变量知识转移，得到模型3。在模型3增加了中介变量后，对比模型2可以看出，协调能力（<0.05）、沟通能力（<0.05）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而关系能力的影响由模型2中的显著变为模型3中的不显著（>0.05），可见知识转移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关系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8，假设9和假设10得到验证。
表6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企业规模
	-0.006
	-0.004
	-0.001

	合作时间
	0.008
	0.000
	0.002

	合作互补性
	0.455
	0.088
	0.033

	协调能力
	
	0.239
	0.183

	沟通能力
	
	0.268
	0.214

	关系能力
	
	0.306
	0.163

	知识转移
	
	
	0.310

	调整后R2
	0.126
	0.418
	0.457

	2
	
	0.292
	0.039

	F值
	8.834
	20.544
	20.619



5 研究结论、管理启示及局限性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知识转移视角，深入分析了联盟管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构建出理论模型，对中国样本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联盟管理能力中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与关系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2）知识转移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3）联盟管理能力通过促进企业更好地进行知识转移从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以上结论为提升联盟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5.2  管理启示
（1）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
    在联盟过程中，核心企业应做好协调工作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有效的协调机制可以确保与联盟伙伴的协调活动更为规范化与制度化，提高协调的效率和速率。比如为了更好地协调与联盟伙伴研发、生产等活动，可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处理程序。构建符合联盟目标的目标机制，根据目标的实现情况设立相应的奖惩措施。同时，为了使企业联盟活动更好地展开，核心企业需要淡化边界概念，设置跨企业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来协调合作中产生的冲突，及时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2）拓宽并畅通沟通渠道
    多元化和畅通的沟通渠道是知识传播以及合作伙伴良性互动的前提。隐性知识的转移高度依赖于企业之间的沟通，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面对面交流，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沟通有利于解决隐性知识嵌入性所引起转移难的问题。因此，企业需建立多种沟通渠道以促进与合作伙伴的沟通和交流。例如可通过研讨会、定期报告等方式增加沟通的频率与深度，提高联盟企业沟通的质量。
（3）建立维护联盟关系机制
    为了更好地维护与联盟伙伴的合作关系，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关系机制。例如可以进行员工交换培训，节庆活动等，从个人层面上加深员工之间的联系。而在组织层面上，联盟企业要悉心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并在面临困境时主动承担责任，不断加强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增进联盟企业间的信任。
（4）实施知识转移战略
    知识转移在联盟管理能力提高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强中介的作用，表明高效的知识转移是实现创新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在联盟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应在知识转移效率方面采取强化措施。内部建立学习机制，培养组织学习型文化，提高企业知识学习和吸收的能力。同时建立跨组织边界的学习型组织，派相关人员到联盟企业进行学习交流以及定期开展技术交流研讨会，快速获取并吸收联盟伙伴互补性的知识资源，从而充分发挥其在联盟管理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催化作用。
5.3  局限性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是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只能反映某一时点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难以对联盟管理能力，知识转移以及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所以后续可以采取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次，本文考虑的是在联盟运营阶段企业进行双边联盟所需要的管理能力，但随着信息的发展与应用，联盟组合将会慢慢成为企业结盟的一种发展形式，在联盟组合中，核心企业如何通过联盟组合管理能力获取竞争优势，实现组合利益最大化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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